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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 基于 2011 年科技金融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探讨了科技金融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科技金融试点提高了企业

的出口产品质量, 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 科技金融试点对出口产

品质量的促进效果在高技术企业和位于高行政级别城市的企业中更大; 科技金融试

点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产品转换和中间品进口,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越年轻、
创新能力越强, 科技金融试点对其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越大; 产品转换对出口产品

质量的影响存在非线性, 小规模产品转换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大规模产品转换可

能起到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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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贸易自由化、 制度质量、 人力资本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Hen
 

et
 

al. , 2020) [1] , 其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扮演了重要角色。 企业的生产经营依

赖金融环境的支持, 作为生产经营的结果———产品质量亦是如此。 科技金融作为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 赵昌文等 (2009) [2] 率先将其定义为促进科技开发、
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 金融制度、 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

的系统性、 创新性安排。 但是如何量化科技金融, 学术界至今不一而足。 2011 年

中国科技部和 “一行三会” 联合开展了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 为

本文提供了一项准自然试验。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科技金融试点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 从产品转换和中间品进口两个角度探讨了其中

的传导机制。
本文主要与两类文献有关: 第一类文献是考察科技金融试点工作的效果。 现有

文献大多关注科技金融在提升创新水平 (张明喜, 2017[3] ; 马凌远和李晓敏,
2019[4] ), 促进经济增长 (谷慎和汪淑娟, 2018) [5] , 优化产业结构 (胡欢欢和刘

传明, 2021) [6] 等方面的作用, 并得出了积极的结论。 可见科技金融可以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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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但是目前却鲜有文献关注科技金融是否有助于提高企

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第二类文献主要探讨了融资约束或金融发展与出口产品质量的

关系。 在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质量方面, Fan 等 (2015) [7] 构建内生质量模型, 发

现融资约束紧张的企业将优先选择生产质量较低的产品。 Phillips 和 Sertsios
(2013) [8] 、 Ciani 和 Bartoli (2015) [9] 、 Bernini 等 (2015) [10] 基于美国、 意大利以

及法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以上观点。 孔祥贞等 (2020) [11]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

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研究, 发现融资约束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来降低出口产品

质量。 张杰 (2015) [12] 发现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质量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只有当融

资约束程度高于门槛时, 才会抑制产品质量。 在金融发展与出口产品质量方面,
Nguyen 等 (2021) [13] 考察了 128 个国家 (地区) 的数据, 发现金融发展与出口产品

质量在部分国家 (地区) 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Berman 等 (2010) [14] 基于发展中国

家微观企业的研究同样得到以上结论。 陈清萍和鲍晓华 (2014) [15] 发现地区金融发

展能改善银行信贷约束和商业信贷约束, 并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刘广威

等 (2021) [16] 认为, 金融发展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综

上,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质量负相关, 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

束、 增加中间品进口、 促进技术创新等途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 第一,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科技金融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 本文的选题有一定新意; 第二, 现有文献较少从产品转换的视角, 探讨科技金

融或金融发展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验证了产品转换机制的存在, 并对该机

制进行了拓展性分析。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 政策背景

科技金融试点共计两轮, 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6 年展开, 为避免第二轮的干

扰, 本文取第一轮的前后各四年, 即 2007—2015 年为研究样本时间。 首批试点的

对象涉及 16 个试点地区。 由于 “一区多市”, 将 16 个地区进一步细分为 41 个试点

城市①。 试点的目的是将政府以往单独以财政科技投入的方式支持科技发展, 改为

财政发挥引导作用, 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入场, 形成以政府牵头, 金融、 财

政、 保险、 科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有机整体, 从而支持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发展。
科技金融试点涉及城市较多, 地方政府的政策各有不同。 通过整理试点地区的

政府报告和新闻报道, 可将措施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降低信贷门槛, 如设立科技成

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金, 用于合作银行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所提供贷款发生坏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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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41 个试点城市包括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重庆市、 杭州市、 宁波市、 温州市、 苏州市、 南京市、
大连市、 深圳市、 绵阳市、 东莞市、 湖州市、 佛山市、 广州市、 常州市、 无锡市、 镇江市、 扬州市、 成都

市、 合肥市、 芜湖市、 徐州市、 西安市、 武汉市、 蚌埠市、 长沙市、 泰州市、 淮安市、 连云港市、 青岛市、
宿迁市、 宝鸡市、 咸阳市、 天水市、 南通市、 盐城市、 渭南市、 铜川市、 商洛市。



损失补偿, 引导银行业对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投放; 二是缓解信息不对称, 如建立科

技专家库、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库; 三是整合金融资源, 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整合

了风投、 银行、 证券、 保险、 担保等金融业务, 以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
四是创新金融工具、 建设专营机构; 五是鼓励科技创新, 如专利保险补贴、 科技成

果推介、 科技成果补助等。 综上, 科技金融试点以多部门、 组合性措施开展, 吸引

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是工作的重点之一。
(二) 理论机制

第一, 产品转换机制。 科技金融可以通过影响企业产品转换行为, 促进资源配

置效应, 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产品转换包括出口新产品和淘汰旧产品。 首先,
科技金融可能有利于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 出口企业面临较高沉没成本, 相较内销

企业更容易陷入融资困境 ( Amiti
 

and
 

Weinstein, 2011) [17] , 而融资困境限制了企

业资金使用范围, 导致企业无法进行产品转换, 实现在效率最大化原则下的资源配

置 (Secchi
 

et
 

al. , 2012) [18] ; 其次, 产品转换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逻辑是, 产品

转换可能通过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Bernard 等

(2010) [19] 认为多产品企业通过增加新产品或者放弃已有产品, 甚至改变核心产品

等产品转换行为, 引导资源在不同产品间重新分配, 能够实现企业内资源优化配

置。 Manova 和 Yu (2017) [20] 发现多产品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与出口产品质量高

度相关, 产品转换行为能够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毛日昇和陈瑶雯 (2021) [21] 、 韩超

和桑瑞聪 (2018) [22] 基于中国细分行业、 微观企业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第二, 中间品进口机制。 科技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中间品进口数量和进口质

量,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首先, 科技金融可能会提高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数量和质

量, 企业需要为进口行为支付高昂的固定成本, 例如搜集潜在供货商、 学习国际贸

易规则、 支付储藏和保险费用等, 融资约束紧张的企业只能选择少量进口或不进口

(Bas
 

and
 

Berthou, 2012) [23] 。 武力超和刘莉莉 (2018) [24] 基于世界银行微观企业

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 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概率和数量存在负面影响。 毛

其淋和陈乐远 (2021) [25] 发现, 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进口的概

率、 规模和种类, 且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 其次, 增加进口

中间品数量和质量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 出口企业往往是生产

率相对较高的企业 (Melitz, 2003)
 [26] , 从国外进口的中间品包含别国较高的技术水平

(张杰, 2015[27] ;
 

Blalock
 

and
 

veloso, 2007[28] ), 因此增加进口中间品的数量, 对于出口

产品质量可能是有利的。 而进口中间品作为出口产品的组成部分, 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

升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此外, 进口中间品也能够通过 “进口中学”、 技术溢出

等途径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刘海洋等, 2017[29] ;
 

许家云等, 2017[30] )。
综上,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科技金融有利于提高试点城市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假说 2: 产品转换和中间品进口可能是科技金融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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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试点的对象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而科技型企业的界定目前还没有明确

标准, 我国以企业自主申报、 政府审核监督的形式认定。 考虑到科技型企业的技术水

平较高, 政策效果在企业技术水平方面可能存在异质性。 此外, 试点效果也可能与城

市行政级别有关, 因为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越有能力具体落实。 据此, 本文提出假

说 3。
假说 3: 企业技术水平越高, 试点城市行政级别越高, 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促进作用越大。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缓解融资约束也是较为重要的机制, 但限于数据质量和政

策特征, 本文并未考察该机制。 这是因为: 第一, 缓解融资约束可以通过影响产品

转换和中间品进口, 进而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第二, 2007 年后的工业企业数据质

量不高, 多个年份缺少关键变量, 2010 年仅有少数财务指标, 精确度量融资约束

较为困难; 第三, 政策主要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的是

规模以上企业, 以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将损失大量中小企业

的信息, 影响样本的代表性。

三、 计量模型、 变量测度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本文将 41 个试点城市的企业作为处理组, 238 个其他城市的企业作为控制组,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Quait = β0 + β1DIDit + X it + λ i + yeart + μit
 (1)

 

其中, 下标 i、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Qua 代表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DID 为双重差分项, DID

 

= treat×time。 Treat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所在城市

属于试点城市则取 1, 否则取 0。 time 代表时间虚拟变量, 参考胡欢欢和刘传明

(2021) 的做法, 2011 年以前取 0, 2011 年及之后取 1。 X 为控制变量矩阵, λ 和

year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μ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测度

1. 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用 Khandelwal 等 (2013) [31] 基于需求侧的回归推断法测算出口产品质

量, 其经济逻辑是用价格和销量信息来测算产品质量, 具体公式如下:
ln(qikmt) = χ

mt - σln(pikmt) + φk + εikmt (2)
其中, χ 代表出口目的地—年份层面固定效应, q 为 i 企业 t 年对出口目的地 m

出售产品 k 的销量, p 为对应单价, φ 为产品固定效应。 残差 ε 度量的是产品质量。
直观意义上, 在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仅取决于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当两种

产品的价格相同, 但其中一种产品的销量更高, 则意味着这种产品质量更高。 σ 为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32]
 

按照 SITC. Rev3 分类的替代弹性。
对于内生性问题, 参考施炳展和邵文波 (2014) [33] 的做法进行处理, 在控制

22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0 期



变量中添加城市层面 GDP, 以企业 i 在 m 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平均出口价格为企

业 i 在 m 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 以出口价值作为权重, 将产品层面的质量加

权平均到企业层面, 并在实证中乘以 100①。
2.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和经济学逻辑, 控制变量包括: (1) 经济发展水平, 用 GDP 取

对数表示; (2) 人口密度; (3) 财政科技投入, 用财政科技经费占 GDP 的比重并

取对数表示; (4) 基础设施, 用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例表示; (5) 教

育水平, 用在校大学生人数表示; (6) 市场竞争,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度量, 用 4
位数行业代码下, 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表示, 其中市场份额为企业工

业销售产值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例, 指数越大说明行业垄断程度越高, 越小说

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 (7) 企业创新②, 参考曹希广等 (2022)
 [34] 的方法, 用企

业累计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加 1 取并对数度量, 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
(8) 总资产, 用企业总资产取对数表示; (9) 劳动生产率, 使用工业总产值除以

从业人数取对数表示③; ( 10) 政府补贴, 用补贴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
(11) 企业年龄, 使用样本年份减去开业时间表示。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数据是中国海关数据库。 将海关数据分为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 前

者用于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后者用于机制判断。 本文对海关出口数据做了如下处

理: (1) HS8 位码后 2 位几乎每年都会调整, 不便跨期匹配, 将 HS8 位码和国际

HS6 位码对齐,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 UN
 

Comtrade) 提供的转换表, 将其统一

为 HS1996; (2) 出于计算需要, 剔除出口目的地不详的样本; (3) 将 HS6 位码同

SITC. Rev3 对齐, 匹配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提供的产品替代弹性; (4) 为了

判断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属于处理组, 删除无法定位到地级市的样本; (5) 为减轻

数据噪音的影响, 参考余淼杰和李乐融 (2016) [35] 的做法, 删除出口数量或出口

价值小于等于 1 的样本; (6) 贸易代理商的价格调整行为可能影响出口价格和数

量, 参考 Amiti 等 (2014) [36] 的方法, 删除企业名称带有 “贸易” “进出口” “工
贸” “国贸” “经贸” “商贸” 等字样的样本; (7) 参考 Lall (2000) [37] 的方法, 将

贸易产品分为初级品、 资源品以及低技术、 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 前两者产品质量主

要源于自然资源禀赋, 因此删除初级品和资源品。 此外, 在机制判断部分, 本文对海

关进口数据也做了类似处理, 并将 HS6 位码和联合国 BEC 标准对齐, 以便获得企业

中间品进口信息④。 表 1 显示了海关出口数据处理过程。

32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0 期

①

②

③
④

 

鉴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在文献中较为常见, 详细公式未列出,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

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研发投入也是度量企业创新的重要变量。 而越重视创新的企业, 产品质量通常也越高。 但是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仅在 2005-2007 年拥有该变量, 这也可能是本文的缺陷之一。

 

2011 年缺失的从业人数变量, 使用企业其余年份均值替代。

 

BEC 代码为 111、 121、 21、 22、 31、 322、 42、 53 的 8 类商品为中间品。



表 1　 海关出口数据处理过程

处理目的 处理过程 剩余出口价值 (%)

计算产品质量所需
删除无法确定出口目的地的样本 99. 98
删除无法匹配到 BW (2006) 替代弹性的样本 94. 43

判断处理组和控制组 删除所在地无法定位到地级市或直辖市的样本 90. 53
缓解进出口数据噪音 删除出口数量或价值太少的样本 89. 95
存在价格调整行为 删除贸易代理商, 但少数稳健性检验保留 61. 76

自然资源禀赋决定质量 删除初级品和资源品 55. 44

本文的其他数据来源有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专利数

据库。 其中, 城市数据提供了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删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后, 剩

余 279 个城市, 包括 41 个试点城市, 238 个其他城市。 合并海关数据与城市数据

后, 得到 273
 

658 家企业和 994
 

328 个企业层面观测数据作为研究主样本。 主样本

的出口价值占全国的 55. 44%, 具有较强代表性。
鉴于主样本缺少企业财务指标, 本文在少数回归中使用了中国海关数据库、 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匹配方法如下: 第一步, 参考

Yu (2015) [38] 的逐步匹配法匹配海关与工业企业数据, 根据年度平均汇率统一货

币单位, 删除从业人员小于 8 人、 工业总产值、 总资产等变量小于等于 0 的样本,
删除开业时间早于 1949 年或存活年限小于等于 0 的样本; 第二步, 将匹配数据按

企业名称再次与中国专利数据库匹配, 得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据, 未匹配上专利

数据库的企业可能没有该专利, 赋值为 0。 三个数据库匹配数据出口价值占主样本

的 43. 42%, 用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 本文的主样本仅使用海关数据和城市数据, 仅少量稳健性检验

和进一步分析中使用匹配数据。 这是因为科技金融试点主要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包括规模以上企业, 并且 2007 年以后的工业企业数据质量

普遍不高。
(四) 描述性统计

图 1 展示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平均变化趋势, 2007—2008 年间平均出口产

品质量可能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呈下降趋势, 2009 后止住下跌趋势, 进入小幅振荡

区间。 王雅琦等 (2018) [39] 、 卢盛峰等 (2021) [40] 分别测算了 2005—2010 年和

2010—2015 年间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 与本文基本一致。

图 1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平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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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了一些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 Part
 

A 为本文主样本, 即基准

回归、 机制判断和大多数稳健性检验所用数据, 包括出口产品质量、 科技金融试点

以及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Part
 

B 为少量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分析使用的数据, 包括

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的描述请见机制判断部分。

表 2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标识 计算方法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Part
 

A. 基于海关数据和城市数据

出口产品质量 Qua KSW×100 994
 

328 44. 698 30. 418
科技金融试点 DID 双重差分交互项 994

 

328 0. 410 0. 492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GDP 取对数 994

 

328 17. 731 0
 

. 941
人口密度 Density 万人 / 平方公里 994

 

328 0. 090 0. 056
财政科技投入 Tech 财政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并取对数 994

 

328 -5. 591 0. 726
基础设施 Infra 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例 994

 

328 0. 157 0. 122
教育水平 Edu 在校大学生人数 (10 万人) 994

 

328 2. 211 2. 349
Part

 

B. 基于海关、 工业企业和专利匹配数据

行业竞争 HHI 赫芬达尔指数 237
 

116 0. 013 0. 023
企业创新 Lnpatents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取对数 237

 

116 0. 058 0. 295
总资产 Assert 总资产取对数 237

 

116 10. 895 1. 496
劳动生产率 Pro 工业总产值除以从业人数并取对数 237

 

116 10. 725 1. 052
政府补贴 Subsidy 政府补贴占总资产比重 237

 

116 0. 012 5. 043
企业年龄 Age 当期年份减去开业时间 237

 

116 9. 816 6. 957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和平行趋势检验

表 3 显示了基于海关和城市数据的基准回归结果①, 从列 (1)、 列 (2) 可知,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科技金融试点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试

点政策实施后, 试点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比非试点城市企业呈现更高的增长, 初

步证明了假说 1。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ID
1. 226∗∗∗ 0. 994∗∗∗

(0. 127) (0. 127)
控制变量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994
 

937 994
 

328
R2 0. 684 0. 684

注: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代表在 1%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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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正文表格未列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

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了科技金融和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关系, 但是仍需进行平行

趋势检验。 图 2 显示, 2011 年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出口产品质量有相同的发展

趋势, 科技金融试点于 2011 年实施后几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并且在实施后的

第四年对产品质量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观察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可能的原因

是, 大量试点城市会持续性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工作, 例如沿海地区已将科技金融

结合工作常态化。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

参考王雅琦等 (2015)
 [41] 的做法, 本文使用了另外两种质量测度方法。 首先

是 Auer 和 Chaney (2009) [42] 的指标 (AC 指标), 使用产品出口价格减去均值除

以标准差得到:
Quaikmt = (pikmt - avg(pikmt)) / sd(pikmt) (3)

其次是 Manova 和 Zhang (2012)
 [43] 的指标 (MZ 指标), 使用产品出口价格除

以均值并取对数表示:
Quaikmt = ln(pikmt / avg(pikmt)) (4)

在实证中将 AC 和 MZ 指标用出口价值为权重加权到企业层面并乘以 100。 表 4
列 (1)、 列 (2) 分别汇报了 AC 和 MZ 指标的回归结果, 试点政策系数均显著为

正, 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两种指标的经济学逻辑是, 价格越

高的商品质量越好, 但由于仅利用了价格信息, 测算时无法排除 “质优价廉” 和

国家要素成本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干扰。
2. 控制试点选择标准

样本选择问题是本文主要的内生性来源, 控制试点选择标准或可缓解此类问题。
科技金融试点以地方自主申报、 中央组织专家评审的方式确定。 遗憾的是, 科技部没

有公布评审标准。 本文从陕西省 “关中—天水经济区” 试点方案的答辩报道中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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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条可以量化的标准①, 即科技基础和政府重视程度。 参考 Li 等 (2016) [44] 的研

究, 构建科技基础、 政府重视程度虚拟变量, 并将这两类虚拟变量分别与年份虚拟变

量交互, 用高维固定效应控制: 一是科技基础虚拟变量, 如果城市 2010 年拥有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取 1, 否则取 0; 二是政府重视程度虚拟变量, 如果城市 2010 年

财政科技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全样本 90 分位数则取 1。 从表 4 列 (3) 可知, 加入

了两项高维固定效应后, 试点政策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3.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考虑到对选择标准的推测可能不够准确, 本文将从试点城市选择结果出发, 采

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PSM-DID) 进行补充论证。 试点城市往往是经济较发

达、 人口较多、 较为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 用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财政科技

投入作为匹配协变量, 前两者用于反映城市的规模, 后者用于反映地方政府对科技

发展的重视程度。 Logistics 回归的 AUC 值为 0. 940, 说明匹配协变量起到很好的分

类效果。 PSM 采用共同区间 1: 1 最近邻匹配, 所有变量标准化偏差在 10%以内。
倾向得分显示 PSM 匹配后的样本满足共同支撑假设②。 表 4 列 (4) 为回归结果,
试点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 4　 稳健性检验之一

变量
(1) (2) (3) (4)

AC 指标 MZ 指标 试点选择标准 PSM-DID

DID 　 1. 174∗∗∗ 　 1. 623∗∗∗ 　 1. 243∗∗∗ 　 1. 461∗∗∗

(0. 372) (0. 494) (0. 149) (0. 309)

选择标准×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94
 

328 994
 

328 988
 

977 172
 

376

R2 0. 630 0. 789 0. 684 0. 727

注: 科技部的试点选择标准并未明确公布, 本文根据陕西省的报道将标准归纳为科技基础和政府重视程度。

4. 改变样本时间长度

为了考察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

变, 本文选取政策执行前后 2 年即表 5 列 (1)、 3 年即表 5 列 (2) 为样本时间,
试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从系数大小来看, 样本时间跨度越长, 估计系数越大,
说明科技金融试点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其原因可能是, 大

多数试点城市会持续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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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图表未列出,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

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5. 保留贸易代理商

贸易代理商贡献了全国样本期内 30%左右的出口份额, 本部分稳健性检验保

留了贸易代理商。 表 5 列 (3) 为对应回归结果, 可见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仍显著

为正, 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6. 添加行业、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基于匹配数据, 添加了行

业、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包括市场竞争、 创新能力、 总资产、 劳动生产率、 政府补

贴和企业年龄等。 从表 5 列 (4) 可知, 科技金融试点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 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匹配样本与主样本的数据量差别较大, 系数大

小不具可比性。 控制变量方面, 赫芬达尔指数与出口产品质量负相关, 说明趋于竞

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此外, 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规模越大、 生

产效率越高、 补贴越多, 出口产品质量也越高。
7. 考虑其他政策干扰

本文样本期内, 多种政策可能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例如, 2002—2010 年 “中国-
东盟自贸区” 逐渐建成; 2008 年国家税务局提升了大量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2012 年

“营改增” 试点; 2013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2013—2105 年, 上海、 广东、
福建、 天津自贸区相继成立。 具体做法上, 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 剔除了出口目的

国是老东盟六国的样本①; 对于出口退税, 根据国家税务局出口退税文件 (财税

[2008] 111 号、 [2008] 138 号), 剔除了属于 HS52-HS62 的产品②; 对于增值税全

面改革、 “营改增” 试点、 “一带一路” 倡议、 上海等地成立自贸区, 使用虚拟变量

控制。 如果企业所在城市受以上政策影响, 并且年份大于等于政策实施年份, 虚拟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 0。 表 5 列 (5) 为控制其他政策的回归结果, 可知科技金融

试点系数显著为正, 证明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其他政策方面, “一带一路” 倡议

和上海等地自贸区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开放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表 5　 稳健性检验之二

变量
(1) (2) (3) (4) (5)

改变样本时间 保留代理商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政策

DID 　 0. 652∗∗∗ 　 0. 805∗∗∗ 　 1. 088∗∗∗ 　 1. 786∗∗∗ 0. 908∗∗∗

(0. 135) (0. 131) (0. 103) (0. 233) (0. 1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60
 

443 767
 

434 1
 

630
 

011 236
 

660 867
 

729

R2 0. 762 0. 728 0. 675 0. 718 0.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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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加入自贸区的老东盟六国分别为文莱、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较晚加入

的新东盟四国则包括越南、 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

 

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财税 [2008] 111 号提高了 HS52-53 章全部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财税 [2008] 138
号提升了 HS54-62 章全部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主要涉及产品为棉纱及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8.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查遗漏变量或随机因素是否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 从 279 个城市中随机

抽取 41 个作为虚假处理组。 将虚假处理组与时间虚拟变量相乘, 基于模型 (1)
重复回归 500 次。 如果基准模型设定没有遗漏足够重要的变量, 随机抽样得到的估

计系数应与 0 无显著差异。 图 3 显示了 500 次随机抽样估计系数的分布情况, 可知

系数均值接近于 0 (均值为-0. 087), 与基准回归估计系数 0. 994 有较大差异。 综

合来看, 估计结果没有因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严重偏误。

图 3　 安慰剂检验

(三)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

由于目前没有明确界定科技型企业的标准, 而科技型企业通常技术水平较高,
本文用企业技术水平来判断科技程度的高低。 具体而言, 企业技术水平以企业样本

期内全部出口产品中技术水平占比最多的一类来度量。 例如, 企业在样本期内同时

出口了低技术、 中技术、 高技术三类不同技术水平的产品, 中技术产品占比最大,
则将该企业定义为中技术企业。 表 6 的列 (1) —列 (3), 分别代表科技金融试点

在低级、 中级、 高级技术企业间的分组回归结果。 可见试点对三类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500 次, 组间系数差异在 1%水平上

显著。 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技术水平越高, 试点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效果越明

显。 这可能是因为, 试点主要作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企业技术水平越高, 就越容

易得到政策支持。 而通过企业间的供应链, 试点也可能对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产生

间接促进作用。
2. 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

表 6 列 (4)、 列 (5) 汇报了高行政级别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回归结果。 高行政

级别城市包括直辖市、 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500 次, 组间系数

差异在 1%水平上显著, 可见科技金融试点在两类城市中均起到了提高出口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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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作用, 但在高行政级别城市的作用效果显著大于在其他城市。 这是因为, 我国

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高行政级别城市通常来说配套设施更全, 政府执行

能力更强, 也更有能力落实科技金融试点的具体措施。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技术水平 城市行政级别
低技术 中技术 高技术 高行政级别城市 其他城市

DID 0. 530∗∗∗ 0. 749∗∗∗ 0. 970∗∗∗ 1. 284∗∗∗ 0. 745∗∗∗

(0. 181) (0. 211) (0. 356) (0. 247) (0. 1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64
 

171 375
 

457 151
 

113 430
 

134 516
 

724

R2 0. 659 0. 700 0. 700 0. 700 0. 694

经验 P 值 0. 000∗∗∗ 0. 000∗∗∗ 0. 000∗∗∗

(四) 机制判断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进行机制检验 (温忠麟等, 2004) [45] , 然而, 中介效应检验

的第二步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因为部分企业并未进行产品转换或没有进口

过中间品, 为此直接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分析。 其中, Heckman 一阶段采用

Probit 模型预测产品转换或进口概率, 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IMR; Heckman 二阶段将

IMR 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 使用 OLS 进行回归。
1. 产品转换机制

为计算产品转换行为, 本部分保留多产品且连续出口的企业。 此类企业的出口

价值占全样本的 84. 35%, 有较强的代表性。 产品转换包括出口新产品和淘汰旧产

品, 其中, 出口新产品 (New
 

Products) 计算公式为: 相对于 t-1 年, 企业 t 年新

增的产品种类数加 1 并取对数; 淘汰旧产品 (Old
 

products) 计算公式为: 相对于 t
-1 年, 企业 t 年淘汰的产品种类数加 1 并取对数。 两类产品转换行为都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 2007—2015 年, 在 124049 家多产品且连续出口的企业中, 有

89. 68%的企业出口过新产品, 91. 60%的企业淘汰过旧产品, 83. 48%的企业同时进

行过以上两种行为。 由于产品转换行为受当地创新水平的影响, 因此使用地级市专

利授权数量作为 Heckman 一阶段识别变量①。
表 7 列 (1) —列 (3) 代表出口新产品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由列 (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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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表 7 的列 (2) 和列 (5) 仅汇报了 Heckman 第二阶段结果; 由于未进行产品转换的企业较

少, OLS 回归的结果与 Heckman 类似; 产品转换的量化方法有多种, 使用虚拟变量方法度量产品的新增和淘

汰行为, 定性结论一致。 完整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

阅、 下载。



知, 试点对多产品且连续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促进作用。 列 (2) 为 Heck-
man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可知科技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新产品的行为。 列

(3) 同时加入了科技金融试点和出口新产品行为, 其中出口新产品的系数显著为

正, 科技金融试点估计系数相对列 1 有所下降,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列

(4) —列 (6) 为淘汰旧产品的回归结果, 情况与出口新产品较类似。 因此本文认

为, 科技金融促进了企业产品转换行为, 包括出口新产品行为和淘汰旧产品行为,
而产品转换有利于资源再配置 ( Bernard

 

et
 

al. , 2010), 从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Manova
 

and
 

Yu, 2017)。

表 7　 产品转换机制

变量

出口新产品 淘汰旧产品

(1) (2) (3) (4) (5) (6)

Qua New
 

Products Qua Qua Old
 

Products Qua

DID 1. 133∗∗∗ 0. 067∗∗∗ 0. 881∗∗∗ 1. 133∗∗∗ 0. 069∗∗∗ 1. 127∗∗∗

(0. 138) (0. 004) (0. 135) (0. 138) (0. 004) (0. 138)

New
 

Products 4. 964∗∗∗

(0. 040)

Old
 

Products 0. 104∗∗∗

(0. 040)

IMR -1. 757∗∗∗ -2. 154∗∗∗

(0. 231) (0. 1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22
 

478 722
 

478 722
 

478 722
 

478 722
 

478 722
 

478

R2 0. 664 0. 545 0. 674 0. 664 0. 570 0. 664

2. 中间品进口机制

中间品进口行为用中间品进口数量及进口质量表示。 中间品进口数量 (Import_
Quantity), 使用中间品进口价值加 1 取对数度量。 样本企业中有 48. 51%的企业存

在中间品进口行为。 中间品进口质量 ( Import_Quality), 参考施炳展和曾祥菲

(2015)
 [46] 的方法进行计算, 标准化后加权到企业层面并乘以 100。 由于大量企业

没有中间品进口, 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使用 OLS 可能存在估计偏误, 直接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论证。 参考黄玖立和冯志艳 (2017) [47] 、 杨仁发和魏琴琴

(2021) [48] 的方法, 使用熵值法计算 2007—2015 年省级政策环境作为识别变量,
政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地区的营商环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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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表 8 的列 (1) 和列 (2) 仅汇报了 Heckman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本文还使用 OLS、 Tobit 进
行了中介效应第二步的回归, 定性结论基本一致, 完整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

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中间品进口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是基准回归, 因此仅汇报中介效应检验

的第二步和第三步。 表 8 列 (1)、 列 (2) 为中间品进口数量回归结果, 其中列

(1) 为 Heckman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可见科技金融显著提升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

数量。 列 (2) 同时加入试点和中间品进口数量, 可见两者系数均显著为正, 试点

估计系数 (0. 960) 相对于基准回归 (0. 994) 有所下降,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列 (3)、 列 (4) 代表进口中间品进口质量对应的回归结果, 与中间品进口数量相

似。 因此本文认为, 科技金融促进了企业中间品进口行为, 包括提高中间品进口数

量以及进口质量, 进口中间品是出口产品的组成部分, 从而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8　 进口中间品机制

变量
中间品进口数量 中间品进口质量

Import_Quantity Qua Import_Quality Qua

DID 0. 124∗∗∗ 0. 960∗∗∗ 0. 306∗∗∗ 0. 983∗∗∗

(0. 023) (0. 126) (0. 103) (0. 126)

Total
 

Input 0. 768∗∗∗

(0. 009)

Input
 

Qua 0. 145∗∗∗

(0. 002)

IMR 3. 405∗∗∗ 9. 834∗∗∗

(0. 493) (2. 3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94
 

328 994
 

328 994
 

328 994
 

328

R2 0. 851 0. 688 0. 815 0. 687

五、 关于产品转换的进一步分析

本文进一步对产品转换机制进行拓展性分析, 包括产品转换机制的非线性和异

质性问题。
(一) 产品转换对出口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影响

表 9 是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产品转换行为及其平方项的结果。 列 (1)、 列 (2)
显示, 出口新产品和淘汰旧产品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产品转换与出口产品

质量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考虑平方项系数的显著性仅是判断非线性关系较弱的证

据, 参考 Lind 和 Mehlum (2010) [49] 的研究, 进行 Utest 检验, Utest 检验在 1%显

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 “倒 U 型” 关系的原假设。 也就是说, 如果产品转换规模

较小, 有助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但如果转换规模过大, 反而会产生抑制作用。 其

经济学原理可能是, 产品转换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正反两方面渠道: 一方

面, 企业的产品转型行为能够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另一方

面, 转换产品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必须放弃在原有产品生产过程中积累的部分经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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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干中学” )。 因为旧产品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不一定能快速应用于新产品, 特

别是在大规模产品转换的情况下。 因此, 产品转换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正

反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且产品转换规模越大, 负向影响的力量就越大。

表 9　 产品转换的 “倒 U型” 关系

变量
(1) (2)
Qua Qua

DID
0. 865∗∗∗ 1. 132∗∗∗

(0. 135) (0. 138)

New
 

products
7. 740∗∗∗

(0. 085)

New
 

products2
-1. 260∗∗∗

(0. 032)

Old
 

products
0. 575∗∗∗

(0. 085)

Old
 

products2
-0. 214∗∗∗

(0. 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722
 

478 722
 

478

R2 0. 675 0. 664

(二) 企业年龄的异质性

本文接着探讨产品转换行为在企业年龄上的异质性。 基于匹配数据, 分别以出

口新产品和淘汰旧产品为因变量, 回归中加入创新能力与试点政策的交互项。 从表

10 列 (1)、 列 (2) 可知, 企业年龄与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

科技金融试点对产品转换 (包括出口新产品和淘汰旧产品) 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

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其经济学原理可能是, 企业年龄不同, 产品转换的沉没成本不

同。 首先, 消费者关系方面, 成熟企业对消费者偏好的掌握较完备 ( Eaton
 

et
 

al. ,
2021) [50] , 拥有可以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固定产品组合, 而年轻企业对消费者了解有

限, 因此产品转换率相对较高; 其次, 上下游关系方面, 成熟企业经过长时间的经

营, 和上下游企业已形成固定的产业链, 企业如果更换产品, 可能要重新搜寻上下

游企业并寻求合作, 相反, 年轻企业产业链尚未固定, 更换合作企业的沉没成本

较低。
(三) 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

产品转换行为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也具有一定异质性。 表 10 列 (3)、 列 (4)
在回归中加入创新能力与试点政策的交互项, 创新能力与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显

著为正, 说明科技金融对产品转换行为的促进作用会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而上

升。 其经济学意义在于, 重视科技创新的企业, 本身就更有动机和能力进行产品上

的推陈出新, 所以得到政策支持时, 更有可能提高产品转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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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企业层面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企业年龄 创新能力

New
 

Products Old
 

Products New
 

Products Old
 

Products

DID 0. 125∗∗∗ 0. 155∗∗∗ 0. 067∗∗∗ 0. 043∗∗∗

(0. 011) (0. 011) (0. 007) (0. 007)

Age×DID -0. 004∗∗∗ -0. 009∗∗∗

(0. 001) (0. 001)

Lnpatents×DID 0. 063∗∗∗ 0. 049∗∗∗

(0. 014) (0. 013)

Age 0. 003∗∗∗ 0. 003∗∗∗ 0. 003∗∗∗ 0. 002∗∗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Lnpatents 0. 150∗∗∗ 0. 116∗∗∗ 0. 099∗∗∗ 0. 070∗∗∗

(0. 020) (0. 019) (0. 023) (0. 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8
 

691 188
 

691 188
 

691 188
 

691

R2 0. 611 0. 608 0. 611 0. 607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 2007—201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基于 2011 年科技金融试点的准自然

试验, 探讨了科技金融对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 结论如下: 科技金融提高

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主要通过产品转换和中间品进口两条途径发挥作用; 科技金

融对高行政级别城市中的企业、 高技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 拓展性

分析结果显示, 产品转换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 “倒 U 型” 影响, 并且企业越年轻、
创新能力越强, 科技金融对产品转换的促进作用越强。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第一, 推广和深化科技金融结合工作。 科技金融结合工作目前已在部分直辖市

和沿海城市常态化, 可能将持续性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 值得借鉴。 并且试点城市

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部分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本较低, 可考虑推广

到其他城市, 例如创新金融产品、 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
第二, 地方政府需量身打造政策措施。 在搜集地级市试点政策的相关报道时,

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对试点工作的重视程度差别较大, 越发达的城市越重视试点工

作。 同时, 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与经济发达城市推出的政策措施却相似度很高, 而

前者的落实情况堪忧。 其原因可能是, 各地区政策相似度较高而经济基础差异大,
一些在发达城市中能起到良好效果的措施, 经济薄弱的地区即使借鉴也难以取得效

果。 因此, 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 制定适合当地的、 有能力

执行的措施, 避免盲目借鉴引起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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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HUANG

 

Zhigang　 ZHANG
 

Ting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Customs
 

database,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
periment

 

of
 

the
 

2011
 

pilot
 

project
 

known
 

as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finance”,
 

this
 

pa-
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
u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and
 

this
 

finding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pilot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is
 

more
 

prominent
 

for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
ses

 

in
 

high
 

administrative
 

level
 

cities.
 

The
 

pilo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by
 

promoting
 

product
 

switching
 

and
 

increasing
 

the
 

imports
 

of
 

intermediate
 

goods.
 

The
 

pilo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product
 

switching
 

of
 

younger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stron-
ger

 

ability
 

for
 

innovation.
 

The
 

effect
 

of
 

product
 

switching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is
 

nonlinear.
 

Small-scale
 

product
 

switching
 

is
 

beneficial
 

to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while
 

large-scale
 

product
 

switching
 

may
 

be
 

harmful.
 

Keywords: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Product
 

Switching;
 

Imports
 

of
 

Intermediat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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